通过对印度古典舞蹈及其文化播迁的研究［①］，我们可以看到各传统舞蹈形态都是生成、生存于一定的文化模式中，从而也沉积着一定的文化基质并体现出一定的文化特征。可以确信，具有一定文化基质和文化特征的传统舞蹈形态，在我们生存的世界上还有许多；这些传统舞蹈形态与其所从属的文化模式一起，构成了世界传统舞蹈的人文格局。也就是说，世界传统舞蹈的人文格局，是对各文化模式辩识与排列的结果。露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指出：“一种文化就像是一个人，是思想和行为的一个或多或少贯一的模式。每一种文化中都会形成一种并不必然是其他社会形态都有的独特的意图。在顺从这些意图时，每一个部族都越来越加深了其经验。与这些驱动力的紧迫性相对应，行为中各种不同方面也取一种越来越和谐一致的外形。由于被整合得很好的文化接受了那些最不协调的行为，也往往由于那些最靠不住的变态而具有了这种文化的特殊目的所具有的个性；这些行为所取的形式，我们只有靠首先理解那个社会的情感上和理智上的主要动机才能理解”。［②］这段话告诉我们，文化模式基于某一文化中“独特的意图”，是人们对顺从这一“意图”或这一“意图”整合“不协调行为”的产物。对我们来说，辩识和排列文化模式的困难在于，你怎样将人类几千年文明演进的历时态变化放置在一个共时态的境况中。在中国、印度、伊斯兰、希腊等世界古代文明发生后，世界的人文格局并不局限在上述四大文化体系的取向中；马林诺夫斯基指出：“人类错综类别的情形正是人类史上种种骚扰的源泉，战争、侵略、征服都因之而发生；非但有史以来是如此，在有史以前亦未尝不然。过去我们曾有条顿族、匈奴族、斯拉夫族及稍后的蒙古诸族的扩殖；有以色列的兴亡；有十字军的东征；有欧洲宗教的混战以及欧人对海外的开发和占领。到如今，欧化的历程已有席卷天下之势。同时，国家主义的勃兴，过激论调的蜂涌，宗教及文化上变革和反抗的斗争亦愈演愈烈，这种局面比以前任何侵略、战争、变乱更是复杂而凶恶……”［③］这实质上说明了，各文化模式之间的碰撞和冲突、屈服和征服、宗教传播和经济掠夺，政治对抗和领土争端……时时在或多或少地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人文格局。为此，在对世界传统舞蹈的人文格局加以划分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人文格局划分的理论先行来一番检讨。

一、人文格局划分的理论检讨

我们已经指出，人文格局的划分基于对文化模式的辩识和排列，而辩识和排列文化模式的前提是对“文化”的理解。对此，我们先从李燕的《文化释义》一书入手。关于“文化”的释义，李燕提出了六个命题：一、文化是人类掌握世界的独特方式。二、文化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复合条件。三、文化是人类自我相关的中介系统。这里指的是文化在最现实也是最本质意义上的功能性。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源泉。五、文化是人类生活实践的总体性尺度。六、文化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价值和意义的世界。［④］

应当说，上述六个命题对“文化”的释义是十分周全的，它涉及到文化的实践性、系统性、中介性、动力性、尺度性和可变性，这与克莱德·克鲁克洪在《文化的研究》所定义的“文化”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即“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含显型式样又包含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⑤］这里强调了“文化”作为人类实践性活动的历史凝聚，强调了“文化”作为“系统”的层次结构，强调了“文化”作为“群体共享”的尺度等。在这一“文化”定义的基础上，克莱德·克鲁克洪提出了“文化模式”的概念，认为“就最普遍的意义讲，模式的涵义就是给定系统中各单元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由整体的普遍性质所支配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所谓寻求模式还含有这样一层意思：在一定的参照条件下，确定选择知识的标准、秩序的标准和重点的标准。”［⑥］“文化模式”是就显型文化而言的，是指显型文化的形式，可以细分为行为模式、规范模式、倾向性、文化范畴以及文化公设。“行为模式和规范模式两者之间的协同关系，是为人们所熟悉的实际和规则之间的关系……行为模式和规范模式相合与否，是衡量一种文化的连贯性以及文化变迁的强烈程度的灵敏指数……倾向性是某种兴趣按一条特殊路线有意识引导的方向，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说明种种模式的结构，任何一种文化几乎肯定都有若干独特的倾向性占主导地位……文化范畴是一种基本抽象，但它并非适合一切文化……文化公设是有关文化的原理，是显型的文化前提。思想和行为通常是从文化前提出发的，这些前提是任何文化结构中具有特殊意义的部分。”［⑦］卡·恩伯—梅·恩伯在《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一书中指出：“当人类学家谈到文化时，通常指的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模式，这个特定社会指的是生活于一个特定的疆域之内操同一种为邻近民族所听不懂的语言的居民……通常有几个有关文化（模式）的假说：第一，文化（模式）一般是有适应性的，它适应着特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条件……第二，文化（模式）大多数是整合的，这是因为构成该文化的要素或特点大都是相互适应且和谐一致的。第三，文化是不断变迁的。”［⑧］

可以说，有了上述对“文化”和“文化模式”的理论检讨，我们可以进行“人文格局”的划分了。但我们注意到，由于各文化模式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所具有的内在发展动因不同，对各文化模式可以辩识却难以排列。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曾谈及人类文化的几个发展阶段，指出：“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人类有一部分生活在蒙昧状态中，有一部分生活在野蛮状态中，还有一部分生活在文明状态中，这是无可否认的；这三种不同的社会状态以必然而自然的前进顺序彼此衔接起来，这同样是无可否认的。我们也许还可以根据产生进步的各种社会状态，根据人类各个分支经历其中两种或更多的社会状态所取得的已知进展，得出这样的看法：整个人类的历史，直至每一分支分别达到今天的状况为止，都确实是遵循上述顺序进行的。”［⑨］事实上，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能够从宏观上把握的“文化”应该说都已在“文明状态”之中；各文化模式之间的区别，很难说是“文明状态”中的“阶梯”区别，我们宁愿视其为各文化模式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区别。

二、世界传统舞蹈格局的划分

舞蹈学者于海燕依据各国舞蹈文化中所体现的主题内容、艺术法则及该国的地理位置、宗教信仰、民族分布、人种类属、传统文化及语言体系等因素，将世界舞蹈文化格局“一分为八”——她称之为“八大舞蹈文化圈”。这些舞蹈文化圈是：一、中国舞蹈文化圈。除中国外还包括东亚的日本、朝鲜和蒙古。她认为，朝鲜、蒙古在历史上曾是中国的属邦，有着共生的文化；日本与中国的文化交往也是由来已久的，且深受唐代文化的影响。二、印度舞蹈文化圈。指南亚次大陆上的7个国家，历史上曾一统为“印度斯坦”，中国史书中称“天竺”。三、印度·马来舞蹈文化圈。指东南亚9个国家，较多地受印度文化的影响，但也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四、波里尼西亚舞蹈文化圈。主要指大洋洲和太平洋海域诸国，以夏威夷土著、新西兰毛利人的土风舞为特征。五、阿拉伯舞蹈文化圈。指西亚、北非及南欧利比牛斯半岛的广大地区，我国新疆（西域）也属这一文化圈。代表性的舞蹈是盛行于土耳其、埃及的“东方舞”及西班牙的“弗拉门科”。六、拉丁美洲混合舞蹈文化圈。包括拉美的32个国家，其舞蹈文化是印第安人文化（含印加文化、玛雅文化、阿兹台克文化）、西班牙等欧洲文化及黑非洲文化的混合。许多国家有“国舞”：如墨西哥有“哈拉拜”，古巴有“伦巴”，巴西有“桑巴”而阿根廷有“探戈”。七、黑非洲舞蹈文化圈。主要指除北非之外、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东北、西非、中非及南非的国家与部族。八、欧洲舞蹈文化圈。这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沿革，包括西欧、东欧及北美、澳洲等欧洲文化“殖民”的地区，芭蕾文化是其代表。［⑩］

应当说，于海燕对世界舞蹈文化圈的划分是颇有见地的。我想在她工作的基础上，换一种思考方式。因此，我想再度提起库尔特·萨克斯《世界舞蹈史》这部巨著。该书的第二部分是“舞蹈历史”，顺沿的第五章描述的是石器时代的舞蹈，而在这时很难说有完全意义上的舞蹈“文化模式”。第六章描述的是“观赏性舞蹈的兴起和东方文明的舞者”，其中自中东至远东谈到了埃及舞蹈、印度舞蹈和日本舞蹈。［11］

在接下来的第七章，库尔特·萨克斯描述的是“自古至今的欧洲舞蹈”，在古典时期描述的是希腊和罗马的舞蹈；在晚期中世纪描述的是意大利“塔兰泰拉”这种狂热的舞蹈；在1500－1650的《加尔亚德舞》时代，特别提到西班牙热情洋溢的舞蹈对法国舞蹈的影响。［12］这部分的描述给我的印象是：欧洲舞蹈的文化模式，其“倾向性”也总是在游移的——古典时期是希腊和罗马的趣味，中世纪则崇尚意大利，“加尔亚德舞”时代推崇西班牙，“小步舞”时代追随法兰西，“华尔兹”时代滋生了英国的绅士风度，“探戈”时代则转向拉美的生命活力……

在我看来，对世界传统舞蹈格局的划分应首先将“东方”与“西方”界分开来；其次，对东方的划分侧重“古代”而对西方的划分侧重“近世”。这样，东方的舞蹈格局可划分为中国（东亚、东南亚）舞蹈文化模式、印度（南亚、东南亚）舞蹈文化模式、埃及（阿拉伯地区）舞蹈文化模式、西班牙（南欧、拉美）舞蹈文化模式、黑非洲舞蹈文化模式；西方的舞蹈格局可划分为英国（西欧、澳大利亚）舞蹈文化模式、俄国（东欧）舞蹈文化模式、美国（北美）舞蹈文化模式。这样也是“八大舞蹈文化圈”。这种划分既考虑到了某种文化的发生，也考虑到了文化的播迁；既考虑到了文化传承性的固结，也考虑到了文化倾向性的游移；既考虑到了传统文化的当代进程，也考虑到了现代文化的问祖寻根……

三、东、西方传统舞蹈形态的比较

对于世界传统舞蹈人文格局的认识，必须有一个宏观的视野——这就是对东、西方传统舞蹈的宏观把握。事实上，许多舞蹈学者都注意到这一点，他们通过东、西方传统舞蹈形态的比较来把握各自总体的特征。通常在比较中，古典芭蕾代表着西方传统舞蹈，而东方传统舞蹈则由印度古典舞蹈、中国戏曲舞蹈或日本歌舞伎出席。

相比较而言，中国舞蹈学者于海燕在进行东、西方舞蹈形态比较时对“东方舞蹈”的涵盖较宽泛，涉及到印度古典舞蹈、泰国“孔剧”、缅甸“罗摩戏”、印尼巴厘古典舞蹈、日本歌舞伎、中国戏曲舞蹈乃至于黑非洲土风舞。［13］真正对中、西舞蹈进行全方位比较的，首推中国台湾舞蹈学者高棪、李维二人合著的《中西舞蹈比较研究》。该书研究的中心是中西舞蹈动作原理的比较，指出二者的区别。［14］应该说，上述种种“比较”使我们对东、西两方传统舞蹈形态已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我们将在此基础上来进一步阐述东方传统舞蹈的“新世纪精神”。

四、东方传统舞蹈的新世纪精神

东方舞蹈，是相对于西方舞蹈而言的。但二者的界分，并不仅仅具有地理学上的意义。西方文明在近代的崛起，使之与历史、与东方之间界划出了一道鸿沟。从此，与传统生活方式相联系的东方文明（包括东方舞蹈）被归结为传统，而西方舞蹈则成了与“现代”相维系的一个文明范畴。从人类文明史的视角来考虑，东方舞蹈主要包括以印度文明为本源的南亚舞蹈文化圈和以中华文明为本源的东亚舞蹈文化圈。通过已知的种种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东方舞蹈的文化特征有三：一、东方舞蹈是“坐的文化”，它对“手舞”的关注重于“足舞”；二、东方舞蹈是“静的文化”，它对“心动”的关注重于“形动”；三、东方舞蹈是“和的文化”，它对“和谐”的关注重于“冲突”。需要指出的是，东方舞蹈上述可以从形态直观到的文化特征，是农耕文明与伦理本位的文化境遇的产物——中国的儒学是这种文化思想的一个集中体现。中国文化“和谐”的理想境界，“中庸”的心理结构，“仁——礼”结构的社会秩序，“至善”的人生主题和行为范式，以及“体用不二”的“实用理性”思维模式，均为伦理型特征。中国舞蹈乃至东方舞蹈在其艺术表现上，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伦理型文化的印记。

我总以为，地理学意义上的中国舞蹈，本身就是东方舞蹈的一个缩影。在中国舞蹈的“五色土”中，东部以朝鲜族舞蹈为代表，南部以傣族舞蹈为代表，西部舞蹈的代表是维吾尔族，北部舞蹈的代表是蒙古族，中部要由陕北大秧歌和山东鼓子秧歌共担。事实上，朝鲜族和蒙古族的舞蹈体现出东亚舞蹈的特征，傣族舞蹈体现出东南亚并通于南亚的舞蹈特征，维吾尔族舞蹈具有西亚舞蹈的特征并通于阿拉伯的舞蹈。这或许是中国舞蹈在亚洲、在东方乃至在整个世界都占有重要位置的一个要素。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中的包容精神和传承意识，使得中国舞蹈在“五色土”的格局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审美形态——由于中国气候是南暖北寒、东湿西燥，使得中国舞蹈的形态自南至北是由主动部位在“胯”而上拔到主动部位在“肩”，而自东至西的变化突出表现在基本体态由“内收”而走向“外开”。这种在某种文化基调上的形态变化，正涵括了内涵丰富的“东方舞蹈”。

可以说，伦理型文化作为“传统”东方文化的内在结构和价值取向，既是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内质，也是其实现“新世纪精神”的起点。的确，在当代世界的文化格局中，西方舞蹈对应于欧洲技术革命以来所建立的近现代工业文明，而东方舞蹈似乎仍然是古老的农耕文明在当代的遗存物。有人认为，历史可分为神权、玄想、科学三时期，东方文明是第二期文明，西方文明是第三期文明，按文明进化的趋势，东方文明“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15］也有人认为，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重自然，崇尚与世无争；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重人为，崇拜竞争之胜利；西方文明浓郁如酒、腴美如肉，东方文明淡泊如水、粗粝如蔬，“而中酒与肉之毒者则当以水及蔬疗之也。”［16］这是主张用东方文明去救济西方文明。显然，对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发达，相信其未来对东方文明的依赖，这代表了一种相当“东方式”的看法，即“以不变应万变”——相信在西方的“现代”之后会回归东方的“传统”。这并非毫无依据。因为我们已注意到，最“现代”的美国社会的流行乐舞，大多数都受到较“原始”的黑人乐舞文化的影响。

“现代化”作为当代世界，尤其是东方世界最关注的课题，是因为它标志着人类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世界性趋势。这一趋势是人类在科技革命导引下而发生的社会形变。我们知道，东方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其历史肇因、价值抉择、经济发展、文化变革都很不相同。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下引发的，是伴随着一场救亡图存的民族复兴运动而起步的。为了民族复兴，中国不能不以西方为参照来选择“现代化”。但作为救亡民族主义运动的手段，中国又需通过激发民族热情和强化民族传统文化的动力，这又势必强化民族传统化。东方舞蹈的“现代化”要正视自身经济及文化现代化运动的现实，但却不能忘却东方各国的现代化建设乃是为了民族的振兴，这当然包括民族文化传统的振兴。

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西方舞蹈在其“现代化”的进程中，许多舞者都把目光投向了人类文明的久远传统之中，其中当然也不乏对东方文明的关注。如伊莎多拉·邓肯垂青于古希腊神庙，露丝·圣·丹妮丝神往于古印度女神，玛莎·格雷姆体验过印第安人的激情，默斯·坎宁汉则从中国古老的《易经》中悟到变易的法则……这说明，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根源固然主要在其内部的文化基因；但其“现代”的人文理性的建设，却并不排斥从受其“现代化”科技理性冲击的东方文明中去寻觅触发点。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断言未来的世界文化建设会出现“东方主义”的趋向；对我们来说，会否出现“东方主义”趋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东方舞蹈如何迎接“现代”的挑战并从而体现出新世纪精神。

我们知道，西方舞蹈的“现代”取向，就其本质而言，是西方科技革命以来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文化精神“理性化”的产物。就文化内涵而言，“理性”是发源于欧洲的现代化运动所强调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初，这种“理性”对人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是科技理性，是征服自然而实现人的自由的工具；一方面它又是人文理性，是维系人的生命存在的目的。但是，在工业社会文明的迅速发展中，科技理性在使社会结构高度技术化、组织化之时，导致了人文理性的丧失——“理性”从一种使人走向自由的工具异化为束缚人的自由的羁绊。作为世界性的“现代化”运动，已有学者要求在唯有“科技理性”及其引发的“经济冲动力”的当代工业社会中，呼唤重建“宗教冲动力”的“人文理性”，主张经济社会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统一。［17］谈到重建“宗教冲动力”和主张“文化保守主义”，不少西方学者把目光转向了东方，以至许多东方学者也相信：不久的未来，包括舞蹈在内的世界文化建设会出现“东方主义”的取向。事实上，我们无法忘怀东方文化现代抉择的难题——即东方传统的伦理型文化如何应对现代科技的挑战？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传统人文价值不受侵蚀？因而说到底，东方舞蹈的现代抉择是作为“人文理性”的文化价值抉择。根据艾略特“文化是一种不断生长的有机体”的概念，一种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精神理想作为其创造源泉，文化的进化不可能不是传统的绵延。包括东方舞蹈在内的东方文化的新世纪精神，同样需要从民族文化传统中汲取精神动力和创造源泉，在东方民族复兴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的道德理想有些也可以在凝聚民族和变革文化中产生巨大的作用。“东方舞蹈”未来可能怎样？我想它仍会具有“和”的品质，它应当是能互补于“科技理性”的“人文理性”。这个世界应当相信，为人类历史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东方文明不会不在“新世纪精神”的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东方舞蹈”也将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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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载《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7］参见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批判》。

